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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借力：双重委托代理框架下村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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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末端的街头官僚，村干部面临着权责配置失衡与资源禀

赋约束等压力困境。探究其在结构性约束条件下实现策略性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是基

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结构−行动”的复合分析思路，构建村干部的双重委托代理

关系框架，通过对L镇三个行政村的共同富裕政策执行比较研究，探讨最末端政策执行者实

现创新性执行的行为动机与策略选择。研究发现，村干部这类街头官僚处于国家和社会的

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他们凭借“压力−借力”机制，在双重“压力”下塑造创新动机，在双向

“借力”中搭建行动网络。村干部通过与乡镇和村民的互动，推动“压力”与“借力”的转化，

并根据利益博弈状况选取适切的响应策略，其创新行为遵循均衡博弈的行动逻辑。研究分

析了村干部利用双重委托代理结构所创造的空间进行复合决策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学界对

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社区空间内街头官僚政策执行的认识。

关键词 双重委托代理；街头官僚；村干部；政策执行；创新性执行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6）01⁃0154⁃12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6.01.014

街头官僚是基层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他们行动的方式与策略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1]。在

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街头官僚在掌握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需要应对资源短缺等多重要素的

叠加限制[2]。作为治理体系最末端的街头官僚，村干部面临独特的执行情境。村干部不在国家行政

系统之内[3]，获取编制并晋升为行政官僚的概率较低，不能享受国家的正式资源供给。另外，由于基

层社会的特殊性质，他们往往面临更多的公众诉求、更模糊的公共政策以及冲突性更强的政策目标，

任务繁重程度与福利待遇激励程度严重不对等。但是，在治理实践中，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最小官

僚”会突破结构性困境并积极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有学者将上述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执行者称

为“乡村能人”，并认为能人型村干部是推动乡村场域政策积极执行的关键因素[4]。村干部在既定限

制下的选择会对公共政策执行造成不同影响。分析村干部这类街头官僚如何推动创新性政策执行，

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学界从结构视角和行动视角出发，对

村干部执行公共政策的原因、策略和机制进行了探讨。

就结构视角而言，制度背景以及政策结构成为影响村干部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在制度背景层

面，基层政府的权力支配和利益交换会促成村干部积极落实上级政策[5]，而其中的权责不符、压力传

导则会引发村干部的变通执行等行为失范现象[6]。在政策结构层面，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本身的特

征是影响村干部进行自由裁量的重要因素。村干部会严格执行政策内容相对明晰且监督力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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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7]，而对于那些比较模糊、可解释空间较为丰富的公共政策，村干部可能会利用政策空间扭曲

执行，并出现替换性执行、象征性执行、隐瞒性执行、附加性执行等行为[8]。

就行动视角而言，理论界认为村干部这类街头官僚在执行公共政策时扮演不同角色，不同角色

的核心利益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首先，村干部是乡镇等基层政府力量在村庄的延伸，需

要完成乡镇的目标任务[9]，协助基层政府处理各类工作并且确保公共政策在村庄落地。其次，村干

部处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需要维护村庄利益并为村民争取收益，推动村集体事务的正常运

转[10]。最后，作为经济人，村干部可能会利用权力最大化谋取利润，在政策执行中作出寻租等利己

性选择[11]。除了上述角色之外，有学者发现村干部在多类行动主体的交界面完成工作[12]，他们在国

家和乡村社会之间扮演“中间者”角色[13]，通过自上而下的工作推动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完成政

策任务。

现有研究对村干部的政策执行进行了一定讨论，丰富了对末端政策行动者以及公共政策过程的

认识，但是仍存在不足。首先，虽然理论界注意到了基层政策执行的丰富样态，将村干部视为具有创

新精神的政策执行者[14]，但是大部分研究仍倾向于将村干部视为被动承受压力的客体，关于村干部如

何主动推动创新性政策执行的研究仍有待完善。另外，有研究注意到了村干部处于国家和社会交界

面，并认为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起到上传下达的中介作用。但是，上述研究主要从自上而下的国家

视角出发，讨论制度性因素对政策执行的推动作用，相对而言忽视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视角，没有充分

讨论村干部与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相较于体制内街头官僚，村干部这类晋

升机会渺茫的社区街头官僚所面临的特殊政策执行结构，以及他们在正式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推进创

新性政策执行的机制需要进一步分析。

要客观而全面地分析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就必须将其放在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背景下，

对政策执行的“结构”和“行动”进行深入考察。实际上，村干部位于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委托代理结构

中，他们既是乡镇的代理人，又是民众的代理人，可以有效利用自由裁量权，一面解读政府政策，一面

结合民众需求，推动政策的创新性执行[15]。在L镇，W村、M村、H村村干部充分发挥了双重委托代理

的优势，在资源短缺的农村地区撬动了上亿元资金，推动了共同富裕政策的创新性执行。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聚焦村干部这类政策执行中的“最小官僚”何以在基层治理中积极作为这一

核心议题，着重讨论以下研究问题：在压力较大、激励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中，村干部为何会转变为具

有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执行者？他们是怎样实现策略突围，推动公共政策的创新性执行的？这背后

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最小官僚”又是如何互动的？

一、理论基础

结构主义认为制度结构决定了个体行为[16]，但是容易忽视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行动主义注重

行动者个体的作用，认为行动是连绵不断的行为流，包括一系列行动过程[17]，但是容易忽视政治结构

和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因此，在论述村干部的政策执行时，需要结合结构视角和行动视角，探讨

此类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面临的特殊结构及其采取的能动行为。

1.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的村干部

国家与社会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二者存在着依赖和互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塑造了村干

部政策执行的结构，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同，村干部所处的结构和采取的行动也不尽

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公社管理体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和控制。此时，代表国家力量

的公社（相当于乡镇）和代表社会力量的生产大队（相当于村庄）之间的行动保持高度一致，二者之间

形成了行政上下级关系，村干部行动空间有限[18]。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

乡镇与村庄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转变导致乡镇和村庄间

实现直接互动的成本上升，村干部由此承担起沟通国家和社会的中介作用[19]，推动政策和信息的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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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当前，乡村社会面临人口减少、交流减弱等困境，乡村社会亟需来自国家的资源和项目投入，

国家也力图通过介入乡村社会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由此，村干部成为国家与社会进行资源和

需求交换的有力抓手，是乡镇和村民间低成本互动的中介[20]，其作用发挥通过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实现。

2.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村干部

经典委托代理模型认为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双方受有形或者无形的合同约

束，合同规定了代理人的任务以及委托人应给予的回报[21]。在基层治理场域，村干部扮演着国家与社

会互动的中介角色，与乡镇及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其政策执行行动深受这一结

构的影响。

首先，在乡镇和村干部的互动中，代表国家力量的乡镇和作为街头官僚的村干部之间形成了一

种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是由行政发包制中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导致的。一方面，作为委托

人，乡镇力量难以完全抵达基层社会末端，需要将行政体系的政策执行任务委托给村干部，并对其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另一方面，作为代理人，村干部在执行基层政府任务的同时也存在自由裁量

的空间，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需求消极执行公共政策。

其次，在村民和村干部的互动中，代表社会力量的村民和作为街头官僚的村干部之间形成了一

种自下而上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是由我国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决定的。一方面，作为委托人，村民通过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选举产生村干部。由此，村干部成为村民意志和利益的代理人，他们负责管理村

内大小事务并接受村民监督，其行动决定了村民享受到的公共物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22]。另一方

面，作为代理人，村干部在维护村集体利益的同时也可能出现利用信息优势欺骗委托人、侵占村集体

资产的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处在双重委托代理中的村干部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中介，可以推动乡镇和村民之间的互

动。作为基层政府的代理人，村干部负责落实行政任务，并要求村民服从公共政策。由此，乡镇通过

村干部实现了对村民的有效治理。作为社会民众的代理人，村干部负责管理村庄事务并且代表村集

体向政府争取利益。由此，村民通过村干部向乡镇反映了利益诉求。总之，从结构视角来看，村干部

是国家和社会的双重代理人；从行动视角来看，村干部受双重委托代理的影响，在与乡镇和村民的互

动中开展政策执行行动。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多案例研究法，以L镇W村、M村以及H村的共同富裕政策执行为案例，深入分析村干

部所处的双重委托代理结构及其推动创新性政策执行的过程及机制。

1.方法选择及案例选择

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为村干部何以推动政

策的创新性执行，这涉及“如何”以及“为何”的问题，案例研究可以通过丰富的故事细节讨论现象背

后的因果机制。其次，村干部面临的特殊结构及其创新性执行行动仍处于研究初期，缺乏不同视角

相结合的学理性分析，案例研究能够为此提供理论构建的基础[23]。最后，与单案例研究相比较，多案

例研究在构建理论时遵循“复制逻辑”，可通过逐项复制方法，提升研究结论的说服力[24]。

在案例选取方面，本文选取了L镇三村村干部共同富裕政策执行案例，主要考虑如下。首先，村

干部这类最末端街头官僚面临的结构性压力更为突出，在此情境下产生的创新性执行行动属于“最

不可能案例”，更具典型性。其次，共同富裕政策的政策内容较为模糊，街头官僚在执行政策时会涌

现出多种创新做法，与本文的研究问题更具适配性。最后，本文选取的村庄归属同一乡镇管理，但是

其共同富裕政策创新性执行的侧重点分别为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可以在控制其他条件的基础上，为

案例的复制逻辑和对比逻辑提供支撑。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了Q市L镇的W村、M村以及H村。其中，W村的共富项目为共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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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建设。2022年W村因汽车城占地获得400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在L镇和村干部d的推动下，W村

联合其他占地村庄，投资 4亿元兴建共富产业园，用于落户汽车配套零部件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

为村集体增收 2000余万元。M村的共富项目为农业专业合作社。2022年，村干部 h利用乡镇提供的

场地和20万元资金，组织村集体和群众入股，共筹集资金 116.1万元，注册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生

产石磨面粉、萁馏等产品。而后，合作社打通线上渠道，目前线上直播间已积累 5.6万粉丝，销售额破

千万元，给入股村民分红超百万元。H村的共富项目为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2022年，村干部 l依
托L镇打造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机遇以及H村的山水优势，筹资 500万元规划建设民宿、农家乐

等产业。园区已承接研学旅游、全民健身等系列活动，每年为周边农民增收 800元/亩，共计增收 500
万元以上。

2.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文将半结构化访谈这类一手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访谈时间包括 2022年 6−12月、2025年 2
−3月，访谈对象包含L镇党委书记、L镇党委组织委员、L镇科员、区县下沉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

妇女主任、驻村企业经理、村民共16人（表1）。访谈时，笔者征得了访谈对象的同意进行了录音，并在

录音结束后进行整理。本部分共整理得到一手资料约 6万字。另外，基于“三角论证”的原则，我们还

收集了政策文件、报刊资料、网络资料等二手数据进行补充验证，此阶段共整理得到二手资料约 7
万字。

三、案例分析

本研究在案例分析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展现村干部推动创新性政策执行的背景、动机形成及行

动实施等步骤（表2）。

1.策略性创新背景：村干部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1）“叫天天不应”：权责利失衡状态下的村干部。村庄（社区）是国家政策执行体系中的基层单

元[25]，村干部作为村庄的管理者，承担着乡镇的政策执行任务，还需要协助乡镇完成乡村治理、民生服

表1　案例及访谈对象选择

访谈单位

L镇

L镇W村

L镇M村

L镇H村

共同富裕典型案例

“结对帮扶”项目

共富产业园（工业）

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

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服务业）

访谈对象及职位

L镇党委书记 a、L镇党委组织委员b、 L镇科员 c
W村党支部书记d、W村党支部副书记 e、W村妇女主任 f、W村村民g
M村党支部书记h、M村第一书记 i（区县下沉干部）、M村驻村企业经理 j、M村村民k
H 村党支部书记 l、H 村前党支部书记 m、H 村共同富裕项目合作村 X 村党支部书记
n、H村村民o、H村村民p

表2　案例对比分析

创新过程

创新产业

创新背景

创新动机

创新行动

内容范畴

共同富裕相关产业

结构性困境

民众需求

创新信号

政策学习

考核激励

人员征召

资源动员

联结沟通

网络制度化

W村

共富产业园
（工业）

权责利失衡、村民欠缴土
地承包金

较高

共同富裕政策信号

外出学习、村庄交流

担当作为好书记

乡镇人员参与

土地、劳动力、资金

乡镇、村民、企业

上市目标、共富产业园办
公室、工作章程

M村

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

权责利失衡、换届选举矛盾频发

较高

合作社建设信号

外出学习、村庄交流

金牌带货书记

第一书记入驻

农产品、场地、资金

乡镇、村民、企业

销售平台建设目标、理事会、工
作章程

H村

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服务业）

权责利失衡、村民内斗

较高

片区建设信号

外出学习、村庄交流

省级美丽乡村

电商及建筑人才引入

景观、项目、资金

乡镇、村民

项目承接目标、规模扩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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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基层迎检等多项工作。与此同时，村干部不具备执法权、协调权等法定职权，掌握的资源也较为

有限，在执行政策时面临较多限制。在乡镇政府与村干部的互动中，乡镇在增派任务的同时无法提

供必要资源，致使村干部出现“叫天天不应”的结构性困境。在L镇，基层政府经费较为紧张，导致部

分村干部出现了自己垫资完成任务的情况。“村里成了一个便民服务大厅了，什么事都得你干。有些

事干完了，镇上先欠着不给你，他也没钱给你，只能先自己垫着”（GXQ202210H村前支书m）。①

（2）“叫地地不灵”：村乱民穷的恶性循环。村庄土地分产到户以及税费改革后，村集体留有的土

地减少，村提留取消，村集体收入降低[26]。与此同时，村民对村干部的要求日益增多，而村集体资源有

限导致响应滞后。在村民和村干部的互动中，上述供需失衡易激化村内矛盾，增加村民的管理难度，

形成村干部“叫地地不灵”的结构性困境。L镇的W村、M村以及H村分别出现了村民欠缴土地承包

金、村内换届选举矛盾频发、村民内斗等问题，陷入了村乱民穷的恶性循环。“之前村里的经济收入才

2万来块钱，给群众办实事也办不了，群众对工作就不支持，村民之间也不是很团结”（CXJ202210W
村支书d）。在此背景下，三村的村支书开始等待时机，探索增加村集体收入的发展道路。

2.创新动机形成：村干部向创造性行动者的转变

（1）民众需求：创新诉求吸纳。作为“最小官僚”，村干部不仅在工作中与村民接触[27]，还生活在包

含村民的社会共同体中。街头官僚的工作职责以及熟人社会中的规制均要求村干部在执行公共政

策时以民众回应性为价值理念，提升公共服务质量。L镇三村的村干部通过走访调研积极了解民众

的创新诉求，推动共同富裕政策执行。“我刚来的时候了解到，村里一直不是很富，就想从合作社切入

发展经济”（CXJ202210M村第一书记 i）。此外，有些村民还直接与村干部沟通，提出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目标与举措。“我和书记商量后，我们打算从今年开始，要把目标放在电商平台的打造上”

（CXJ202502M村村民k）。

（2）创新信号：创新时机把握。信号可以传达事前不可观察的信息[28]，具备创新精神的村干部能

够通过识别出上级政府的政策信号，把握创新时机，提出创新行动方案。政府部门对共同富裕的强

调给L镇的村干部们带来了创新信号。在获得汽车城征地补偿款后，W村村干部向镇政府提出了利

用闲置资金建设汽车配套厂房、带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现在号召共同富裕，可以用征地补

偿款做点事情”（CXJ202210W村支书 d）。另外，L镇要求每个行政村或社区至少设置一个合作社，M
村村干部抓住这一机遇，领办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动合作社产品的市场化运营。H村村干部则利用L
镇打造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机会，计划发展民宿、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业。

（3）政策学习：创新方案习得。新政策出台时，由于认知并不充分，决策者一般不会制定具体的

目标和政策工具，而只是提出总体性要求[29]，共同富裕政策属于此类政策，模糊性较高。为此，L镇首

先组织所辖村、社区前往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进行考察学习，借鉴有益的政策工具。“我们去浙江

学习共同富裕，发现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比如一些市场化的手段”（ZTS202207L 镇组织委员 b）。

另外，L镇还推动村庄之间的交流，促进经营理念和先进经验的学习，创新共同富裕政策执行方式。

“我们注重村庄之间的交流，让见多识广的村庄对发展落后的村庄进行传帮带”（ZTS202207L 镇书

记 a）。

（4）考核激励：创新热情激发。考核激励包括目标考核以及绩效激励。目标考核指政府部门通

过制定考核标准，实现对政策执行人员和对象的控制，确保达成政策目标。我国尚未构建起共同富

裕政策成熟的评价体系。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30]，L镇通过乡村振兴部分指标考核

共同富裕政策实施效果。“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一块，我们考核指标非常具体，而且它量化得很细”

（ZTS202207L镇书记 a）。绩效激励是目标考核制度正常运行的保障。对于村干部这类体制外街头

官僚，政府主要通过授予荣誉称号、奖励现金等方式进行激励，村民则主要通过声誉等方式进行激

励，由此激发村干部执行政策的动机与热情。“镇上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引导你去做共同富裕，我前

几天还被评为了担当作为好书记”（CXJ202210W村支书d）。

①    访谈编码规则：访谈人员姓名+访谈日期年月+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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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行动实施：村干部行动网络搭建

（1）人员征召：人才网络搭建。创新方案的实施需要不同主体参与，村干部可以动用自身关系或

政府力量，征召相关主体参与创新性政策执行过程[31]，搭建人才网络。例如，W村村干部动员乡镇力

量成立共富产业园办公室，并由乡镇有关人员参与经营。H村村干部主动将从事工程建设的朋友引

入，打造山水田园乡村。对于发展较为滞后的M村，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派驻第一书记，由其负责宣传

党的政策、加强村党组织、强村富民、乡村治理、服务群众等工作。“共同富裕这块，我抓了合作社的建

设，去采购机器，去办公章、许可证、资质证，都是我去跑的”（GXQ202210M村第一书记 i）。

（2）资源动员：资源网络搭建。资源是推动组织绩效增长的关键性因素[32]。村干部可以从挖掘内

部资源和寻求外部资源两方面着手，搭建推动政策创新性执行的资源网络。就内部资源而言，W村

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换取汽车城落地机会，还利用赔偿款建设汽车配套厂房，推动村

集体经济发展。M村和H村则利用自身的种植业优势和田园风光优势发展农业及旅游业，推进共同

富裕。就外部资源而言，村干部积极获取来自乡镇、企业等外部力量的资金、场地以及技术支持。“政

府肯定会帮你去协调有关部门，帮你去跑各种各样的手续，这就省了很多麻烦”（ZTS202207L镇组织

委员b）。

（3）联结沟通：网络节点连接。行动主体和资源是政策执行网络中的不同节点，将其引入网络

后，村干部还应连接各类节点，确立共同目标。在L镇，村干部积极与乡镇、村民和企业沟通，推动了

利益联盟的形成。首先，W村村干部将建设汽车配套厂房的想法跟乡镇沟通后，镇政府决定筹资4亿

元建设共富产业园。其次，L镇引导W村将 10%的股份转让给经济发展薄弱的村庄，村干部通过召

开村民会议等形式积极沟通，推动村民就帮扶意见达成一致。最后，W村和M村村干部还积极与驻

村企业沟通，有力推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我们跟村里合作的过程比较顺利，跟书记好沟通。平时

的一些合作我会过来，他也会去我们公司”（GXQ202210M村驻村企业经理 j）。与之相比，H村村干

部与企业的沟通联系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内发展。

（4）网络制度化：行动网络稳固。创新性行动方案具有较大的变动性，需要采取措施将行动网络

制度化，保证创新性方案的稳定性。村干部等主体可以通过确定发展规划、建立组织机构、制定规则

的方式实现网络的制度化。在发展规划方面，W村村干部提出要推动共富产业园达到上市标准；M
村村干部打算强化品牌意识、打造销售平台；H村村干部计划进一步承接政府的各项活动，同时增加

农家乐、民宿的数量。在组织机构和制定规则方面，W村在乡镇党工委的统筹下成立了共富产业园

办公室，M村以合作社为核心成立了理事会。另外，两村还制定了工作章程，对议事决策程序、运行

管理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我们每月 10号都会召开理事会会议，来汇报这个月的进展，为下个月

定方向”（CXJ202502M村村民k）。

四、创新性政策执行的“压力-借力”机制

通过案例可以发现，在双重委托代理结构中，村干部通过“压力-借力”机制与乡镇和村民互动，

推动公共政策的创新性执行（图1）。

1.双重委托人的“压力”与代理人创新性执行动机形成

（1）乡镇对村干部的“压力”：多重控制机制。在乡镇和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乡镇作为委托

方掌握目标设置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等控制权[33]，可以通过多重控制机制激发村干部的创新

性执行动机。首先，上级政府的目标设置权和检查验收权构成了政策层级实施的压力传导系统。乡

镇政府通过设定政策目标确定执行导向，再由有关部门构建绩效评估体系，对村干部的政策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验收。其次，在激励分配权的行使上，乡镇政府会依据村干部的表现实施差异化奖惩。

对于优秀村干部，除常规奖励外，还会通过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助力其提升基层治理影响力，以此

激发村干部创新性执行的内生动力。最后，乡镇还拥有对村干部的其他控制权，例如组织村干部前

往政策创新地区进行政策学习等，这可以在村干部间形成政策创新的规范、模仿以及竞争压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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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效能。案例中，L镇根据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政策执行成效考核村干部、组织村干部前往浙

江省交流学习，有效激活了村干部的政策创新热情。

（2）村民对村干部的“压力”：激励与督责机制。在村民和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村民作为委

托方拥有社会资本以及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公民权利[34]，可以通过激励与督责机制，促

使村干部形成创新性执行动机。首先，村干部生活在乡村社会共同体中，其行动逻辑深受“文化网

络”的影响，需要获取来自村民的社会资本、声誉等非正式激励，满足自身心理需要[35]。另外，村民的

公民权利会形成对村干部的选举压力、参与压力与稳定压力，村民可以通过不投票选举村干部、不配

合村集体工作、信访等途径建立对村干部消极作为的监督和间接问责机制，促使其积极执行公共政

策。例如，村乱民穷的困境导致L镇三村村民对村干部丧失了信心，不主动配合村干部工作，认为“基

本上干啥都差不多，都等着看热闹。”（CXJ202210W村村民 g）。这种集体性的不合作状态，对村干部

形成了极强的治理压力，推动其转变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村庄发展道路。

（3）村干部的“权衡”：自由裁量权与理性计算。在基层社会，乡镇难以掌握有关村干部政策执行

的所有信息，而村民与村干部处于权力不对等地位[36]。因此，面对双重委托人的“压力”，村干部作为

代理人拥有自由裁量空间并可根据相关利益进行“权衡”。L镇三村村干部的共同富裕政策执行符合

理性计算步骤。首先，村干部希望获得乡镇的政治认可，“我们就是为了一种荣誉感，这样自己出去

也有面子。”（GXQ202210M村支书 h）。其次，村干部有向村民获取声望的需求，而且这类社会性收

益具有一定时间穿透力与代际传承性，在激发创新动机方面，可能比乡镇的“压力”发挥更大效用。

“群众比镇上还重要。镇上（工作人员）是要换的，群众一直都在这。”（CXJ202503H村支书 l）。最后，

共同富裕项目是镇政府主推的政策，风险较低，虽然短期内需要投入资金，但是从长期来看，项目运

作成功可以增加村干部自身收益。基于以上考虑，W村、M村以及H村村干部形成创新动机，计划从

共富产业园、农业专业合作社、旅游示范片区着手，推进共同富裕政策实施。

2.代理人的双向“借力”与创新性执行行动实施

（1）村干部向乡镇“借力”：挂靠与沟通机制。在乡镇和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村干部作为代

理人拥有对公共政策的解释权和执行权。乡镇需要村干部宣传公共政策并落实政策内容，村干部则

可以运用这一优势，通过挂靠与沟通机制向乡镇“借力”，实施创新行动。首先，乡镇需要将资源优先

集中于中心工作，保障其高效推进乃至超额完成既定目标[37]。村干部可借助挂靠机制，将自主设计的

创新方案与乡镇中心工作进行绑定，以此提升方案获得乡镇层面支持的概率与力度。L 镇三个村庄

产业项目的成功落地，便与其紧扣共同富裕这一核心工作导向密切相关。此外，村干部还可依托沟

图 1 村干部创新性政策执行的“压力-借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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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机制，与乡镇工作人员构建正式或非正式的协作联结，通过方案的深度交流，为创新实践争取人

力、财力、物力等关键行动资源。“你有这个想法跟领导一汇报，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个事儿就成了”

（GXQ202210W村支书d）。

（2）村干部向村民“借力”：权威塑造与宣传动员机制。在村民与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村干

部作为代理人掌握村内资源调配权与公共事务治理权，他们的行为选择对村民的切身利益具有关键

性影响[38]。在推进政策创新性执行的过程中，村干部可以依托自身的领导与治理职权，通过权威塑造

与宣传动员机制向村民“借力”。一方面，村干部的政策创新行动高度依赖村民的广泛支持，需要通

过模范带头、公平待人、积极履职等权威塑造机制获取威信，为民众支持创新方案创造条件。“收陈欠

的时候我主动去收那些最难收的，又给大家修了路，慢慢大家就都支持我了”（CXJ202210W 村支书

d）。另外，宣传动员机制既包括村干部带有人情色彩的劝说和宣传，也包括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动员

和命令。在进行宣传动员时，L镇三村的村干部先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与党员会议的形式，争取

村内关键群体的认可与支持，再以此为基础向全体村民开展动员，为共同富裕类项目落地凝聚了

共识。

（3）乡镇和村民的“权衡”：有限资源与理性计算。受资源短缺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39]，乡镇和村

民不会同意村干部的所有“借力”需求，他们需要计算“借力”成本以及预期收益，在权衡之中做出选

择。对于乡镇而言，L 镇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推动政策高效落地。然而，村干部的能力存在差异，因此，

乡镇会根据村干部的执行能力决定是否给以资源支持。“合作社要求书记们有多种经营能力，有些人

没有那么多经验，你想交给他也不一定很放心”（ZTS202207L镇书记 a）。W村、M村及H村的村干部

从事过工程建设、市场经营、建筑行业，具备经营能力。基于此，L镇帮助W村、M村筹集资金并参与

H 村旅游片区改造。对于村民而言，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与自身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密切相

关[40]。面对可能造成的损失和风险，L镇三村村民对共同富裕项目持观望态度。为此，村干部向村民

普及项目的低风险性和预期收益，推动村民参与。最终，W村共筹集4000万元资金，M村村民共入股

96.1万元，H村有闲置资金的村民也开始开办民宿和农家宴。

3.“压力”与“借力”的转化中介及利益博弈

（1）“压力”与“借力”的转化中介与创新性执行行动调适。乡镇代表国家力量，具备国家意志刚

性，需要村民服从其政策安排；村民代表社会力量，具备社会需求弹性，需要乡镇及时回应其诉求。

乡镇和村民之间存在互动的需要，也存在一定冲突。作为双向代理人，村干部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

量的沟通中介，可以将乡镇的“压力”转化为向村民的“借力”，实现乡镇对村民的有效治理；还可以将

村民的“压力”转换为向乡镇的“借力”，满足村民的利益诉求，最终实现“压力”和“借力”的转化，调适

出满足乡镇和村民利益的行动方案。例如，在M村合作社实现盈利后，有外来企业想追加资金，而这

会稀释村民的股权，村民不同意企业入股。在M村村干部向L镇反映村民想法后，L镇为合作社固定

股权。“现在股权已经定了，不允许别的企业往上追加资金，怕稀释我们的股权”（CXJ202502M 村村

民k）。

（2）“压力”与“借力”间的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策略选择。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村干部并非

被动回应委托方需求的行动者，而是在“压力”与“借力”之间，根据与乡镇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情

况选取恰当的政策执行策略。当乡镇在利益博弈中占据优势时，来自乡镇的“压力”促使村干部以乡

镇利益为导向“借力”，选取政治性与行政性执行策略[41]。当村民在利益博弈中占据优势时，来自村民

“压力”促使村干部以村民利益为导向“借力”，选取灵活性和变通性执行策略[42]。当村干部在利益博

弈中占据优势时，来自委托人的“压力”不能有效制约代理人的自利倾向，村干部倾向于负向使用自

由裁量权向乡镇和村民“借力”，出现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等行为[43]。当乡镇、村民以及村干部的

利益博弈相对均衡时，“压力”与“借力”达至动态平衡，此时村干部兼顾公私利益，实现公共政策在制

度弹性空间内的再生产，采取创新性执行策略。L镇三村的共同富裕政策执行即乡镇、村民、村干部

均衡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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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均衡博弈到均衡博弈：动态视角下的创新性政策执行逻辑

从动态视角分析，L镇三村的政策执行经历了由非均衡博弈到均衡博弈的转变。其中，信息均

衡博弈、偏好均衡博弈以及激励约束均衡博弈帮助村干部突破结构性困境，推动了政策的创新性

执行。

1.创新性政策执行的信息均衡博弈逻辑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代理人比委托人拥有更多信息，委托人不能观察

代理人的行动且收集信息成本高昂[44]。在基层社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村干部作为代理人拥有

乡镇难以收集的村庄详细信息以及村民难以了解的政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掌握信息优势的村干

部可能会出现捞取信息租金、消极执行公共政策等行为。另外，面对政府模糊的政策目标以及村民

复杂的利益诉求，村干部也可能陷入信息过载、信息失真等困境。早期，面对L镇政府和村民日益增

多的诉求，各村村干部由于资源有限导致信息沟通受阻，难以回应所有需求，出现“叫天天不应，叫地

地不灵”的结构性困境。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均衡博弈可以畅通信息渠道，推动村干部以政府和民众需求为导向

积极“借力”，破除结构性困境，实现创新性政策执行。在信息收集阶段，乡镇依托数字化治理平台提

升对村内事务的信息掌握精度，可以有效压缩村干部的信息隐瞒操作空间。在信息传递阶段，乡镇

通过规范化政策文件明确对村干部的政策执行要求；村民则借助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等传统议

事渠道，以及微信群等数字化沟通工具表达创新诉求，从而减少信息扭曲风险。在信息反馈阶段，委

托人通过构建多维评价体系与制度化反馈渠道，搭建创新方案修正机制，形成对村干部的外部约束。

在L镇的共同富裕政策执行中，镇政府清晰的考核标准、村民需求的数字化传递渠道、理事会等协商

机构的建立降低了委托方和代理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推动了创新性政策执行。“现在手机这么方

便，平常有啥事大家都会在群里讲，我们也随时可以反馈”（CXJ202210W村支书d）。

2.创新性政策执行的偏好均衡博弈逻辑

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不同偏好是双方进行博弈的前提条件之一。就基层社

会中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而言，基层政府、基层社会民众和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基层社区管理者这三

类主体之间同样存在潜在的目标冲突。其中，基层政府倾向于关注考核目标及政绩表现；社会民众

倾向于关心自身在政策执行中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质量、生活权益、福利保障；村干部则会考虑收入和

声望等自身利益。L镇三村村乱民穷的困境体现了各主体间偏好的非均衡博弈，尤其是村民利益与

村集体利益的冲突，“这些群众个人欠集体的乐呵呵不吱声，集体欠个人的他就上火，群众那个时候

就是光想自己，没想到全村的发展”（CXJ202210W村支书d）。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偏好均衡博弈可以降低不同主体间的偏好冲突，塑造创新性执行的公共

目标。在面临不同主体相互冲突的“压力”时，村干部将硬性要求转化为存在操作空间的政策目标，

为多元主体的创新偏好提供博弈空间。同时，村干部在目标层面实现价值整合，在合法性框架内寻

求行政体系的绩效考核、村民的发展要求以及自身利益需求的“最大公约数”。W村、M村、H村村干

部通过联结沟通，将不同主体统一到共同富裕项目建设中，满足了乡镇对落实政策的偏好、村民对增

加收益的偏好以及自身对增加社会资本的偏好。

3.创新性政策执行的激励约束均衡博弈逻辑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偏好冲突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代理人问题。

基层社会双重委托代理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表现为乡镇和村民等委托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不能找

到最合适的村干部作为代理人的现象，道德风险问题表现为村干部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委托人、消

极执行公共政策的现象。例如L镇起初由于激励约束设置不合理，致使村干部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不

高。“原来就是赶鸭子上架非让我干，其实干好需要领导的支持，需要政府的支持，还有体制的支持”

（GXQ202210M村支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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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代理人问题，委托人需要实现自身与代理人之间的激励约束均衡博弈，即通过激励约

束机制和监督机制[45]，选择满足代理人利益的激励合同，或者花费一定的代理成本去监督代理人等行

为。由此，乡镇和村民可以对村干部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压力”，推动创新性政策执行。一方面，

乡镇掌握目标设置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等控制权，可以将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关键节点转化为

考核数据，并设置奖惩措施，从而激励村干部的创新行动。另一方面，村民利用声望压力等软激励和

监督权等公民权利限制村干部的消极行为，促成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创新性执行。案例中，L镇积极

制定考核方案并注入专项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干部权责利不统一的困境，促使村干部主导

建设了共富产业园、农业专业合作社、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等共同富裕项目。

六、结论与讨论

将行动因素纳入基层行政研究，转向“结构”和“行动”的复合型思路是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化趋向

的有益进路[46]。在基层社会，村干部等街头官僚处于双重委托代理“结构”中，他们的政策执行“行动”

受到国家和社会双重力量的影响。本文以共同富裕政策执行为典型案例，分析村干部这类“最小官

僚”在双重委托代理的结构性压力中推动创新性政策执行的行为选择，以及委托人和代理人互动的

机制与逻辑。

首先，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机制塑造了村干部的创新性政策执行动机。村干部由街头

官僚转变为创造性行动者，推动政策的创新性执行受到民众需求、创新信号、政策学习、考核激励的

影响，并由乡镇和村民驱动。其中，乡镇承载着国家力量的传递和实施，拥有对村干部的目标设置

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等控制权，可以通过设置政策目标、考核政策执行效果、颁发荣誉称号等

多重控制机制对村干部施加压力。村民是社会力量的代表，拥有声望等“软激励”以及选举权、决策

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可以凭借激励与督责机制，对村干部施加声望压力、选举压力、参与压力和稳定

压力。面对双重压力，村干部凭借自由裁量权，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权衡”，并在理性计算的情况下形

成创新性执行动机。

其次，村干部采取双向“借力”机制，运用人员征召、资源动员、联结沟通、网络制度化等策略向国

家和社会借力，从而搭建行动网络，推动创新性执行行动实施。向国家借力表现为村干部利用对政

策的解释权和执行权，通过挂靠与沟通机制，向乡镇获取资金、技术、场地、人员等政策资源。向社会

借力表现为村干部拥有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导和治理职权，他们通过权威塑造与宣传动员机

制，号召村民投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资源。面对村干部的借力需求，乡镇和村民会根据自身资源

情况进行“权衡”，在理性计算的情况下推动创新性政策方案落地。

最后，村干部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中介，可以推动“压力”和“借力”的相互转化，实现乡镇对村民

的有效治理以及村民对乡镇的诉求表达，调适出满足乡镇和村民利益的行动方案。另外，在面临双

重委托代理关系塑造的“压力”约束和“借力”空间时，作为代理人的村干部会根据与委托人的博弈状

态选择差异化的政策执行方式。当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偏好、激励约束博弈较为均衡时，村干部

倾向于采取创新性执行的行动策略。也就是说，均衡博弈促使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了“压力-
借力”的动态平衡，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创新性执行。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修正，引入村干部“民众代

理人”的角色，认为村干部处于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乡镇和村民作为委托人可以通

过控制权推动代理人形成创新性执行动机，还可以通过注入政策资源推动创新性执行策略落地。第

二，传统研究倾向于将街头官僚视为被动承受压力的客体，本文结合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的观点，分

析双重委托代理结构中“最小官僚”在政策执行中的积极角色，并通过“压力-借力”机制揭示其主动

建构行动网络的能动性策略。第三，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博弈，街头官

僚有消极利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为了推动街头官僚积极执行公共政策，委托人有必要减少信息不

对称性以及利益主体的冲突性，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监督机制，例如利用数字化手段

增进对信息的掌控、塑造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共同目标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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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and Leverage： Village Cadres’ Innovative Policy Imple⁃
mentation under Dual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CUI Xiangjie，ZHANG Tianshu，GUO Xiangqi

Abstract As the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t the lowest tier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vil⁃
lage cadres are confronted with pressures arising from imbalances between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constraint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Investigat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underlying 
their strategic innovations within structural constraints constitutes a pivotal inquiry in grassroots gover⁃
nance studies. Drawing on a combined “structure–agency” analytical approach，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ual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for village cadres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
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policies in thre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own L. It investigates the behav⁃
ioral motiv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in achieving innovative policy imple⁃
ment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village cadres， as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re situated within dual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Pressure-Leverage” mecha⁃
nism， they cultivate motivations for innovation under dual pressures and build action networks by lever⁃
aging resources from both directions. Village cadr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essure” into “le⁃
verage”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villagers. They select appropriate respons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nterest-based bargaining， and their innovative behaviors follow the action logic of 
equilibrium gam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process by which village cadres engage i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by utilizing the space created by the dual principal-agent struc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
ing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within the community settings.

Key words dual principal-agent；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village cadr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novative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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